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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

周　波，王英家

（东北财经大学 财税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５）

　　摘　要：改革开放３０余年来，以快速经济增长速度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经济规

模迅速壮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国际影响力稳步提

升。但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衡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相耦合，我国经济增长呈现规模

速度粗放型模式，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调，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巨大，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不

足，成为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现实制约因素。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注重发挥市场

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善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突出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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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成就

１．１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分析
肇始于改革开放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释放的巨大生产力，以名义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衡量，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率高达约１５．６％。由此，我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继日本和韩国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的国家。以快速经济增长速度为支撑，我国经济规模迅速壮大（如表

１）。分析我国ＧＤＰ增长状况的关键点，可以发现，继１９８６年我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３０８．８亿突破１

万亿后，２００１年达到１１０２７０．４亿突破１０万亿；此后，自２００６年起每隔两年就完成１０万亿级的国内生产总

值攀升。剔除物价影响，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衡量，１９８７年和２００１年分别突破万亿和１０万亿，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递次以１０万亿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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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以ＧＤＰ衡量的经济增长状况一览 单位：亿元，元，％

年份 ＧＤＰ 实际ＧＤＰ 实际人均ＧＤＰ 产出缺口

１９７８ ３６５０．２ ３６２４．８ ３７９．１ ０．４７３
１９７９ ４０６７．７ ３９９１．８ ４１２．０ ０．３５８
１９８０ ４５５１．６ ４２３４．０ ４３１．５ ０．２３９
１９８１ ４８９８．２ ４７７８．７ ４８０．８ ０．１９８
１９８２ ５３３３．１ ５２２８．５ ５１８．４ ０．１３３
１９８３ ５９７５．６ ５８５８．４ ５７２．５ ０．０９０
１９８４ ７２２６．３ ７０３６．３ ６７８．６ ０．１１１
１９８５ ９０４０．０ ８２７０．８ ７８６．９ ０．１０３
１９８６ １０３０８．８ ９６７９．６ ９０７．４ ０．０８３
１９８７ １２１０２．２ １１２７８．８ １０４０．４ ０．０５１
１９８８ １５１０１．１ １２７１１．３ １１５３．９ －０．０１９
１９８９ １７０９０．３ １４４８３．３ １２９４．７ －０．０８１
１９９０ １８７７４．３ １８２０９．８ １６０４．１ －０．０４５
１９９１ ２１８９５．５ ２１１７５．６ １８４０．１ －０．０８６
１９９２ ２７０６８．３ ２５４４０．２ ２１８３．８ －０．０８９
１９９３ ３５５２４．４ ３０９７１．５ ２６２８．２ －０．０７３
１９９４ ４８４５９．６ ３９０４８．９ ３２７６．４ －０．０１５
１９９５ ６１１２９．８ ５２２０３．１ ４３３２．７ ０．１１１
１９９６ ７１５７２．３ ６６０８７．１ ５４２７．９ ０．１９２
１９９７ ７９４２９．５ ７７２６６．０ ６２８１．４ ０．２０１
１９９８ ８４８８３．７ ８５５６８．２ ６８８９．９ ０．１６１
１９９９ ９０１８７．７ ９１４６８．３ ７３０１．５ ０．０８８
２０００ ９９７７６．３ ９９３７８．７ ７８７０．７ ０．０３１
２００１ １１０２７０．４ １０９４７１．２ ８６０７．２ －０．０１５
２００２ １２１００２．０ １２１９１６．４ ９５２１．７ －０．０５４
２００３ １３６５６４．６ １３４９８５．３ １０４７７．０ －０．１０２
２００４ １６０７１４．４ １５４７１１．６ １１８７４．８ －０．１１８
２００５ １８５８９５．８ １８２５９０．９ １４００５．４ －０．１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１７６５６．６ ２１４５０３．４ １６３６１．６ －０．０９２
２００７ ２６８０１９．４ ２５５８１６．９ １９４１１．２ －０．０６１
２００８ ３１６７５１．８ ２９９２１７．６ ２２５８８．３ －０．０４３
２００９ ３４５６２９．２ ３４８０３０．６ ２６１４２．９ －０．０２２
２０１０ ４０８９０３．０ ３９５７６３．６ ２９５８５．３ －０．０１６
２０１１ ４８４１２３．５ ４５９３６３．８ ３４１７５．５ ０．０１９
２０１２ ５３４１２３．０ ５２０３３４．２ ３８５２３．４ ０．０３９
２０１３ ５８８０１８．８ ５７３００６．０ ４２２１４．１ ０．０３９
２０１４ ６３６１３８．７ ６２３７２６．６ ４５７１８．７ ０．０３６

　　数据来源：依据中经网数据统计库数据计算。

１．２　置于国际背景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
进行国际比较发现，继２０００年我国 ＧＤＰ首次突破１万亿美元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分别超越德国和日

本。２０１４年６３６１３８．７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首次突破１０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１０

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ＧＤＰ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美国早在前于中国３０年的１９７０年就达到万亿美元国内生

产总值，而到２００１年才达到１０万亿美元。从万亿到１０万亿美元的跨越，美国耗时３１年，而我国仅用时１４

年。２０１４年日本名义ＧＤＰ为４．８万亿美元，不及中国一半。

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日益壮大的经济总量规模，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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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具体而言，一方面，以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继我国实际人均ＧＤＰ分别在１９７８年

和２００３年突破一千和一万元后，２０１４年进一步跃升至４５７１８．７元，换算成美元，显然已经高于世界银行划分

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的４０５６美元标准。北京和上海等省份人均ＧＤＰ甚至为９９９９４．５亿元和９７３７０亿元，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伴随着实际人均ＧＤＰ衡量的经济发达水平逐步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

提升。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在近２０年的时间里，其１０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４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

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２０１４年我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０１６７元，

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８％。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２８８４４元和１０４８９元，比

２０１３年实际增长６．８％和９．２％。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大，中国因素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中难以忽视的存在。我国在

２０１３年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

业分类，２２个工业大类中，中国在７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有１５个大类名列前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

２０１４年中国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率为２７．８％，超越美国的１５．３％居世界首位。从投资、贸易、就

业和竞争力四方面量化分析，预计中国结构改革带动的经济增长，对 Ｇ２０实现２％额外增长目标的贡献率将

高达３０％～４０％。显然，中国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我国正努力与

世界各国建立互利经济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南南合

作，在反恐、防扩散以及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

２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表征

综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成功由“上中等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７０个国家，平均用时

１２年又４个月。其中，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的２０个“人口大国”，平均用时１１年又９个月。站在工业化、城市化

加速的新历史起点，在欣喜于我国巨大经济增长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长期支撑我国经济高速

增长的资源配置效率、要素积累、人口红利、外向势能趋向衰减的现实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累积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日趋凸显：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倒逼机制，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从高速增长转

向中高速增长，规模速度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度转型挑战。事实上，这提出应在关注经济增长数量和

规模的基础上，更加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客观需要，并反映在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中。刘亚建［１］指

出，经济增长速度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总量变动，而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指标应是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

余产品量。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资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只表现为

中速，也能使国民财富明显增长，质量低的经济增长率即使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其能满足的社会需要也不如高

质量下的中速增长。陈丹丹［２］等通过研究提出有效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质量变化的重要原因，提高经济

增长质量需要从制度方面加以型塑，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质量提高进行同步。翁媛媛等［３］研究经济增长质

量变迁路径和机理后发现，必须依靠生产效率提高驱动经济增长，这才是考虑增长质量的长期稳定增长模式。

李斌等［４］研究发现，初级产品效益度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变动，转换贸易模式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

量，而扩大初级产品贸易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钞小静等［５］认为，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还

需要不断改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马轶群等［６］从经济增长方式

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三个方面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经

济增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变化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对经济增长协调性变化的贡献非常有限。马宇

等［７］研究发现，科研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将科研投入滞后一期变量和滞后二期变量

引入模型，发现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延续逐渐减弱；将经济增长质量滞后一期变量

引入模型，进行动态面板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仍然显著。因此，增加科研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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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上述有关研究文献，对于深入理解和评价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这些

文献都只局限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特定方面，没有完整地给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全貌。基于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本文将从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福利水平以及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等方面评价我国

经济增长质量。

２．１　总需求结构失衡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呈现投资膨胀、出口依赖和消费低迷的失衡局面。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

资和出口，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而出国消费却不断攀升，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缺乏持续、平稳

增长的内在动力。

综合考察按照支出法计算的三大需求的ＧＤＰ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如图１、图２。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我国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总体上呈现波动性较低但不断下降趋势，与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间平

均６３％的贡献率和６％的拉动率相比，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间下降到５０％和５％以下；对应地，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投

资和净出口则在波动性相对较高总体趋势下呈现出稳步上升和下降的不同态势。更具体地，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间平均为２８％和３．５％，而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间则达到５３％和５％；净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间平均为８％和－２．７％，而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间则达

到０．４％和－０．１６％。

图１　我国三大需求的ＧＤＰ贡献率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下同。

图２　我国三大需求的ＧＤＰ增长拉动率

进一步从消费角度进行分析，如图３。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间，我国最终消费率基本稳定在６０％以上的水平，

２００２年以后，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继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间下降到５０％ ～６０％之间，２００７年后基本都维持在

５０％左右，２０１０年更是下降到４７．４％，创历史最低水平。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个组成部分看（图４），政

府消费的最终消费占比由１９７８年２０％左右，稳步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３０％左右，而居民消费的最终消费占比则

在此期间对应下降１０％左右。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居民消费占比，由１９７８年的４０％弱大幅上升到２０１４年

的７０％强，而农村居民消费的居民消费占比则由１９７８年６６％大幅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３０％以下。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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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

图４　我国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变化

曾几何时，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赖以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之一。但从长期看，消费对经济增

长起着基础性作用。尤其在中国快速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后，消费率超过６０％左右才能支撑国民经济健

康发展的国际经验①，就变得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８］。这不仅是因为，作为经济总需求组成部分中周期波动

性相对较小的部分，较高的稳定消费率可以很好地稳定短期经济波动，为经济均衡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来源，

而且是因为，与公民福祉高度相关，较高的稳定消费率和总体消费力才与经济大国地位匹配，符合保证人民公

平和充分地分享经济改革发展成果的民生发展思路。当然，应该看到，我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背后是

增长模式、收入分配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就业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等一系列体制性因素共同导致。

与消费率处于递降通道相反，我国资本形成率则走出稳步攀升态势（图３）。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间，除１９９３年

外，我国资本形成率基本维持在３０％～４０％的水平，但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间，我国资本形成率跃升至５０％左右，远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资本形成率一般为２０％～３０％，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高

速增长的日本重化工业阶段也只有３２％。由此而言，资本形成率偏高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这是符合我国工

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要求投资率趋于上升的一般变化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东亚经济体的兴起就

经历了高投资过程，注重发挥投资的创造需求和生产力的双重作用。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消费率低、出口受国际环境影响大等实际国情，尤其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严

峻压力，可以预见，短期内保持一定资本形成率仍很重要。但辩证地看，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持

续。其一，与消费波动相比，投资是ＧＤＰ中波动最大的部分。经济衰退和过热时期，总支出波动通常是投资

支出下降和增加引起的。由此，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容易加剧经济波动，伴随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

３２

①统计资料显示，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全球年均消费率、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７６．５５％和６０．６％，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年均消费率分别为７７％和７４．４％，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６０．５％和６０．３％。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年均消费率分别为

８３％、７０．２％、７８．３％、８３％和７９．８％，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６６．９％、５４．９％、５８．５％、６２．３％和５６．９％。印度、巴西和墨西哥

年均消费率分别为７６．７％、７９．７％和７７％，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６５．５％、６３．７％和６６．７％。与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经济发展

阶段相同或相近的日本、韩国和西班牙年均消费率分别为６２．１％、７１．３％和７３．３％，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５１％、５９．９％和

６３％。详见文献［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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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效应；其二，投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工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方面，高度依赖土地、钢铁、水泥等生产

要素和行业，受制于土地、能源、原材料的稀缺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空间将会受限。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低水

平重复投资现象严重的情况下，不仅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而且也将拉低投资效率。与美国等

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相同的投资规模所获产能增加低３０％左右。其三，在我国将投资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的发展战略下，投资承担起经济增长的快捷引擎以及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由此使得我国的投资过程呈现出

明显的政府主导或超强行政干预特征，并进而产生大量资源流向低效率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源错配问题。生产

率低、创新能力弱但具有垄断地位的“僵尸企业”难以淘汰，而生产率提高速度快、更具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的企业，受制于资源流动的体制障碍，潜在增长率难以提升，不仅会加剧制造业产能过剩，而且会成为短期

经济波动和周期性失业的重要根源。

图５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

从净进口角度看，改革开放尤其是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长期实施

的出口导向战略，在吸引国际投资、学

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弥补国内消费

需求并进而提供经济增长动力源方面

发挥不可替代作用。从绝对规模看，

２００８年我国出口额和货物进口额分别

达１．４万和 １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

位，占世界出口总额的８．９％，经常项
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分别为２９５５亿美元和１９４６０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我国

货物出口额仍达１．２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由此相对，我国外贸依存度（也即货物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之比，如图５）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０％单调递增到２００６年的６５％，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进程相契

合，而２００７年以来萎缩调整至４０％左右，与其说是人民币汇率和国外需求影响的结果，毋宁说应该是未来中

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常态。之所以如此判断，其一，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个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总体技术

进步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的技术模仿进步方式空间有限。不仅国际外部经济条件和

偶然性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引发的周期性经济波动、政治变动以及商业变故等，严重干扰我国宏观经济，造

成我国经济波动剧烈，更遑论，针对我国工业生产和出口产品碳含量高，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

硫排放量及酸雨面积均居世界第一的状况，国际上兴起以环境、质量、安全和劳动条件等为手段的新兴贸易保

护主义浪潮，限制中国购买石油、农产品、矿产及其他产品，调整进口关税，对中国产品征收所谓“边境调节

税”、“环境和气候税”，并计划征收“碳关税”，严重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其二，我国“大进大出式”粗放出口贸

易模式难以为继。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产业大部分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贸易出口结

构不合理，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非核心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国内企业在价值链低端进行恶

性竞争；出口产品自主知识产权含量低，品牌和营销体系缺乏，许多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消耗资源多、碳排放

量高，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我国高速增长经济的收益中有相当部分经由资本收益、知识产权收益、品牌

收益以及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收益流到国外。测算表明，我国１元加工贸易增加值拉动国内ＧＤＰ仅为０．３

元，而拉动国外ＧＤＰ高达０．７元，中国出口贡献严重高估。另外，我国廉价成本竞争优势不断缩小，尤其是劳

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明显，一些新兴经济体生产成本低于我国①，并能生产能替代中国的部分出口产品，大量在

４２

①根据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数据，２００９年，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小时工资为１．０７美元，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

巴基斯坦分别是０．３５美元、０．３１美元、０．２２美元、０．２美元和０．２美元。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人口众多且年轻化程度高，其

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分别超过１０亿、２亿、１亿和１亿，越南为０．８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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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设厂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向劳动成本更低国家转移，使得我国制造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及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我国消费模式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消

费－耐用消费品消费－知识技术产品消费”升级，大规模工业化使各类物质商品消费接近饱和点，并进而受

到消费需求制约而减速，导致供给结构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端结构升级。巨大的资本驱动力导致我国投资持续

高企以及向非生产性部门的过度分流，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一路下滑。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相结合，

又削弱人力资本增长潜力，导致人力资本配置低使用效率和严重扭曲［９］。由此，原有大规模工业化框架下的

激励制度和生产模式，成为创新需求和转型需求的结构性和系统性障碍。所以我国亟须调整需求结构，由主

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２．２　产业结构失调
总体而言，我国产业结构呈现三大产业比例失调、产业内部失衡并存的基本特征。就比例不合理的三次

产业比重关系而言（图６），第二产业比重过大，长期以来位于接近５０％的水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尽管２０１２

年前一直处于攀升趋势但低于第二产业比重，远低于高、中低收入国家７２．５％和５３％的水平［３］。值得重视的

是，２０１２年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但经济减速、生产率下降的新常态下能否断言我国产业结构向好

仍需谨慎。从三次产业经济贡献和经济拉动率看，如图７和图８，第二、三产业的ＧＤＰ贡献率和增长拉动率都

远高于第一产业，呈现出明显的工业拉动增长模式。

图６　我国三次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图７　我国三次产业的ＧＤＰ贡献率

图８　我国三次产业的ＧＤＰ增长拉动率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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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大产业比例失调相伴，我国三次产业内部失衡也较为突出。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

业发展滞后。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和收益都较低的传统农业比重较高，现代农业发展滞后。耕地、

水资源等对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约束不断强化，农业信息化、良种化以及农产品加工、营销、绿色基地和产

品检测、监测体系等建设步伐远落后于发展需要。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与食品安全、绿色基地、农业新型化、

产业化等目标和理念严重背离。

第二产业内部，占比超过５０％的国民经济重点和优势支柱产业，多以高能耗资源型产业为主。其中，石

油、天然气开采业产值占ＧＤＰ的２．８％，煤炭开采业占５．３８％，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占１１．６４％，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９．４４％，化学原料和制品制造业及其专用设备制造业１８．２４％①；与之相对，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与产品创新程度低，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只有２０％，

低于美、日等国８０％的水平，高新技术成果商品转化率和产业化率分别只有２０％和７％，高新技术产业关联

度低，增加值仅占ＧＤＰ的４％，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１０］。优质原料、核心技术、研发设

计及市场营销等主要依靠国外。钢铁、水泥、煤炭、船舶、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以及风电、光伏、多晶硅

等新兴产业普遍陷入产能过剩，但我国特种钢材进口每年都在高速增加，多晶硅和光伏产业核心技术依然掌

握在国外企业手中。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２４％，但自主品牌不足１％，且没有一个世界

名牌。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ＤＶＤ播放机等产品的关键芯片大都依赖进口，我国企业需将每部手机、

计算机和数控机床售价的２０％、３０％、２０％～４０％支付国外专利持有者。

第三产业内部，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服务效率和附加值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占到３５．１４％，教育、科技服务类行业所占比重则较低，金融服务业仅为１４．７４％，房地产

业为１２．８６％，物流服务业不足１６％②。有利于提升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研发与科技服务、设计、营销、金

融、供应链管理、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与发达国家注重专门化分工与品牌培养，会计、审计、法

律、咨询、价格评估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比较完善并在许多方面代替政府部分职能不同，我国缺乏规范市场秩

序、促进公平竞争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是提高生产率。这不

仅是因为产业结构制约经济增长模式和速度，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能推动技术进步，而且，产业结构也影响收入

分配和需求结构。

２．３　居民收入差距带来福利水平非均等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位于０．４６９到０．４９１之间，尽管从２００８年最高的０．４９１存在逐步回

落趋势③，远高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④，符合０．４～０．５国际标准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经济

发展成果尚有待于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分析发现，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和农村居

民绝对收入水平也大幅增长（图９），其中，２０１４年分别是１９７８年的８３和７３倍。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在２００２

年突破３．１１倍后长期稳定在３倍以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２００８年超过１万元后，进一步在２０１４年达到

１８５８３元。与此对应，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维持在３０％略低的水平，农村居民消费率则长

６２

①

②

③

④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计算。

同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０．４７９、０．４７３、０．４８５、０．４８７、０．４８４、０．４９１、０．４９０、

０．４８１、０．４７７、０．４７４、０．４７３和０．４６９。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各级政府采取若干强有力惠民生措施，使基尼系数从２００８年

最高的０．４９１逐步回落。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２００９年阿根廷、巴西和俄罗斯的基尼系数分别是０．４６、０．５５和０．４０，２００８年墨西哥基尼系数是

０．４８，印度２００５年的基尼系数是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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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在１９９３年达到跌破２０％的１９．４％后，进一步在２００７年达到跌破１０％的９．１％，２０１１

年达到最低的７．９％。从恩格尔系数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高于农村居民６个百分

点，部分年份甚至达到１０个百分点。若进一步考虑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差距，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情况下城乡

居民医疗、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巨大差距，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无疑将更

大［１１］，由此影响社会公众的经济增长福利评价。

图９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

概括而言，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大体源于劳动贡献差别（劳动努力和辛苦程度、个人禀赋、能力）、生

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占有差别、分配制度不健全（部分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非垄断性行业职工收

入）以及制度法规不规范等方面。其中，第一和第二类收入差别，会造成收入差距，但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属

社会公众可接受范围，但第三和第四类收入差别，应属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调整的。这有助于实现“物本

之路”发展转变到“人本化”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２．４　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大
受需求结构、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制约，我国在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产生日

益严重的高能源资源消耗、低能源资源效率、高污染、巨大资源环境压力问题。

图１０　单位ＧＤＰ消耗能源情况

　注：１．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年鉴》计算。

２．除单位实际ＧＤＰ的天然气消耗单位为立方米／百人民币外，其他单位均为吨／万

人民币。

如图１０，总体上我国单位

实际 ＧＤＰ能源消耗强度处于

下降通道，尤其是总能源标量

（标准煤）和煤炭在１９９７年以

来下降到２吨／万人民币水平

后，又进而在２００９年下降到１

吨／万人民币。原油和天然气

消费遵循类似趋势。前者在

１９８７年下降到１吨／万人民币

水平后，进而在２００７年以来稳

定在０．１吨／万人民币水平，后

者则在１９９０年突破１立方米／

百人民币水平后，自１９９５年以来长期稳定在０．３立方米／百人民币水平。从单位实际ＧＤＰ废物排放量看（图

１１），废水、废气中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也都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尤其

是废气中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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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单位ＧＤＰ废物排放量

　注：１．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年鉴》计算。

２．除单位实际ＧＤＰ的一般固体废物单位为吨／百万人民币外，其他单位均为吨／亿

人民币。

因而，综合分析单位实际

ＧＤＰ的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

量，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的单位

实际 ＧＤＰ能源投入效率在提

高，而污染废物成本在下降，这

实际上表明，我国长期以来实

施的科学发展、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更进一

步地，之所以中国经济饱受“高

耗能、高污染”问题诟病，一方

面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在日益

壮大，因而健康成长的中国经济所需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然接近能源环境承载临界。从生态环境

看，我国化学耗氧量（ＣＯＤ）排放量居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９０％以上；ＳＯ２排放量是美国的２倍，酸雨面积

超过国土面积１／３；七大水系５０％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９０％左右受到严重污染［３］；农村面源污染、生活

污染突出，部分地区重金属污染严重。另一方面，我国能源效率和清洁排放水平还存在巨大提升空间。作为

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比重，明显高于ＧＤＰ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部分重

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１０％～５０％，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０年，

我国ＧＤＰ约占全世界的７．５％，却占世界能源消耗的１９．６％。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ＧＤＰ的３２．６％，但能源消

费却占全国能耗的５８％，钢铁、建材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１０％～２０％。［１３］

３　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近期面临经济增速、工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以及经济风险发

生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使用 ＨＰ滤波估计产出缺口发现（图１２），

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国产出缺口都为正，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与此对应，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正

图１２　ＨＰ滤波法核算的我国产出缺口

常，失业率保持稳定。显然，新

常态下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增长，是伴随我国经济潜在增

长率下降出现的结构性变化。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

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

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

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长期以来，在政府的强势推动下，我国高度注重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三个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因素拉动

经济发展作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相耦合，我国经济增长呈现规模速度粗放型模式，需求结

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调，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巨大，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不足，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健康、可

持续性，降低增长质量，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而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现实制约因素。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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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奉行的扩大投资、刺激需求政策，并没有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

大优势，应遵循推动我国经济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从规模速

度粗放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增强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引导。

３．１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历史经验①，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认识深化以及表述转变恰反映出，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历史阶段，仍需针对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采取有效改革措施，健全市场体系，培育市场机制，消除制约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就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而言，应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

一市场经济规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具体而言，首先，将经济增长路径由政府投资、招商引资、放水漫灌强刺激、盲目扩建新城区以及为“僵尸

企业”提供贷款和补贴等扭曲性资源扶持为主要特征的政府主导型，转变为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主导型，将投

资和消费主权还给企业家和消费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回归市场的发现价值功能及其内在供求机制、价格机

制、竞争机制作用，让各类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确保

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资源，按照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的供求比例流向最有利的部门和地区。

其次，改革各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的不合理扭曲性政策。坚持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原则，加快形

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消减政府对于水、石

油、天然气、电力等关键投入要素以及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不当干预，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发挥市场在技术

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和创新要素配置方面的导向作用。

再次，政府应着力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在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简政放权，将职责和作用转变到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保护环境等上来。努力提高经营性

国有资产以及矿山、森林、国有和集体土地等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前者经由运营和流转实现保值增值，使

后者实现市场竞争和有偿获取，为“僵尸企业”退出实物和信贷资源以及市场空间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３．２　善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
在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是必要和必需的。关键问题在于应提高

政府干预的科学性，兼顾好提高宏观经济内在活力与克服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以及中长期供给侧政策与短期总

需求政策之间关系。总体而言，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需求政策核心的政府可以强力推动所谓“三驾马车”进而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惯用措施，具有难以调整结构、持续性相对较差等局限性。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

形势下，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 Ｖ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 Ｌ型增长

阶段。因此，应在适度扩大总需求、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

主攻方向，致力于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以改革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

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１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我国需求结构需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在

消费需求方面，应以扩大国内需求为重点，稳定并提高以消费需求为主的国内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９２

①我国对于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和表述处于不断深化和变化过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经济

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

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体制。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

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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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调整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的国民收入比重，实现低收入群体富裕。深化国有企业

利益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产及其收益补充社保基金的长效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政府主导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投资方面，应控制政府直接安排项目投资的过快增长，引导服务业和公共事业投资，提高投资效率，调

整投资区域结构，向高效集约型转变；按照结构性改革要求，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加以引导，避免政府直接确

定具体项目和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的经济发展主体。优化对外出口贸易结

构，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商品出口，

提升能源配置效率。

３．３　突出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巨大的物质产品需求和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支持下，使用相对容易复制的

外部技术存量，我国就可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机和激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重化

工业化阶段的深入推进，我国从国外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必然日益降低，学习曲线也逐渐接近Ｓ型顶部，带来投

资及效率减速［１５］。因而，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而其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属于投入最大、

周期最长、成本最高的。

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依靠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经济规模和经

济总量增加的“外延型增长”，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内涵型增长”。因而，应使知识生产部

门代替通用技术部门，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源。发挥知识生产部门的外溢性效应，使之抵消资

本效率递减的负向冲击，提升资本质量，增进劳动力的消费和再生产能力。伴随通用技术生产部门结构优化

升级，还可以发挥过滤掉低层次生产环节的生产模式“过滤效应”，支撑知识、教育、信息、创新、制度和范围等

新要素成为报酬递增的来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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